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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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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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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based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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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SBM model that considers undesired output, based on measuring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102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4 to 2018.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made by constructing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Based on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t different levels of FDI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102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a large spatial imbalance. The averag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basically stable, while the averag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ws a rising trend. (2)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lay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government's strengthening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n effectively limit the in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lluting industri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us helping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green innovation. (3) In different FDI development interval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different impact directions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re i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After crossing the first threshold of 8.293,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s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promotion effect has become a suppression effect. After crossing the second threshold of 11.695,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once again become a promotion effect on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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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40108184][bookmark: _Hlk40278043]绿色技术创新因为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污染排放、节约能源资源，成为有效解决当前资源环境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而绿色创新效率作为衡量区域绿色创新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代表单位科技创新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贡献程度，是科技创新质量的绿色化指数[2]。长期以来，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破坏的外部性使得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变得十分困难[3-4]，绿色创新效率独具的创新知识溢出正外部性和环境负外部性特征，导致单纯靠区域创新资源自主配置收效甚微，因此，实施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环境规制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双重外部性和提高绿色创新效率，越来越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工业绿色转型的有效手段[5-6]。
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制约假说”，认为企业技术创新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制约[7]，即企业为实现社会收益而采取的环境规制政策会间接导致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增加[8]。另一种与“制约假说”相对立的观点是“波特假说”[9]，即适当的环境管制可能在短期内增加成本，但它能在长期内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产品质量得到提高，从而企业就会具备较大的竞争优势。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环境规制与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环境规制的内涵及种类、环境规制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创新的条件、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行为的选择来进行探讨[10-12]，在计量方法上主要是以下两种，一种是大部分文献认为两者之间是线性关系，环境规制促进技术创新或者抑制技术创新。还有小部分文献是从非线性的角度考虑的，运用门槛模型或者将环境规制二次项纳入到模型之中[13-14]，从而得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造成的不同影响。这些研究大多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少从空间的宏观视角探索政府环境规制对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之下，城市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空间载体地位日益突出[15-16]，那么环境规制对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是否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方向发生改变？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标准相对宽松的国家会促进部分污染产业或企业从环境标准相对较高的国家流入，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环境污染型产业的发展，并最终使成为污染避难所[17]。由于国家和地区间产业梯度与势能的差异，国际贸易的自由流动必然将导致环境污染型产业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环境规制程度较低，因此一些研究也将中国设定为发达国家污染企业的避难所，进一步讨论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对于企业迁入的影响[18]。例如，Bu等研究了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不同省份间选址时，遵循竞次还是竞优原则问题[19]。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经常受到GDP锦标赛的压力，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经济而降低环境规制标准，在这个过程中，FDI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是否具有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是促进还是抑制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因此，本研究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2个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加入FDI这一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城市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
2模型与数据来源
2.1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
借鉴Tone[20]构造的效率评价模型（Slack-based Measure，SBM），该模型对忽略松弛变量、随机误差项和外部环境对效率影响问题的传统DEA模型进行了改进，使得创新活动中产生的非期望产出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同时实现了有效决策单位效率大小的区分。其数学表达式为：
                         （1）  
约束条件：                          （2）






式（2）中，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表示绿色创新投入、绿色创新期望产出以及绿色创新非期望产出，N、M、I分别代表其个数；表示绿色创新效率值；分别表示各投入产出值的权重；当=1，决策单元完全有效；当<1，决策单元存在效率损失。
2.2中介效应模型
借鉴温忠麟等[21]归纳的中介效应模型，采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建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回归模型，具体如下所示：

                     （3）

                     （4）

                                      （5）
式中，GIE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α1表示环境规制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总效应，ER是熵值法算出的环境规制指数，FDI为各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代表了FDI集聚的程度，Control表示本文中的控制变量。若β1和δ2都显著时，δ1不显著即说明FDI集聚在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δ1显著则意味着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若β1和δ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那么需要通过Sobel检验继续验证中介作用是否成立。
2.3门槛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探讨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FDI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即验证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之间是否存在基于FDI的门槛效应，本文借鉴Hansen（1999）提出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首先设定传统的单一门槛回归模型[22]：

         （6）
[bookmark: _Hlk536263048]式（6）中，为第i个地区第t年的被解释变量，X为控制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T为门槛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总额，δ为门槛值，α为Xit对的影响系数，β1和β2表示Tit≤δ，Tit>δ时对的影响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I（·）为指示性函数，I的取值即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取决于括号里的条件是否成立，对应的条件成立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6）式也可以写为：
                      （7）
式（6）和式（7）仅仅假设存在一个门槛，但是有可能会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门槛，限于篇幅原因，二重及二重以上门槛检验本文不再赘述。
2.4指标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绿色低碳视角下的城市创新效率可以从创新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三个方面测度[23]。创新投入是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借鉴已有研究[24-25]，选取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人员数（万人）、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万元）、固定资产投资（万元）和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万户）等指标分别代表创新活动投入指标；选取检索科研论文总数（篇）、检索三大专利申请数（件）代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期望产出；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等指标代表绿色低碳生活背景下创新活动的非期望产出。
[bookmark: _Hlk33300983]核心解释变量是环境规制，借鉴黄建欢[26]、李玲[27]的指标构建方法，基于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3个指标，应用熵值法构建综合指数表征环境规制强度，指数越大（小）意味着污染物排放越少（多）。用FDI集聚表征中介变量，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万美元）的对数来衡量。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高低受城市发展情况、科技政策以及创新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选取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人均GDP（万元）、教育支出（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就业人数（万人）、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等作为控制变量。
2.5数据来源及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将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中数据严重缺失的（包括宣城市、娄底市、资阳市、安顺市、临沧市、赣州市、毕节市、铜仁市）剔除，最终得到102个城市2004-2018年的数据，期望产出中科技论文的检索数量（篇）由中文和英文论文组成，中文论文数量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英文论文数量来源于Web of Science（WOS），三大专利申请数（件）根据《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知网版）》检索得到，其中少数指标数据缺失值采用直线插值法补全，其余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2019年）。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利用Max-DEA软件测度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将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的取值范围按照四等位划分为4个等距离的区间，第一区间为（0.75，1]、第二区间为（0.5，0.75]、第三区间为（0.25，0.5]、第四区间为（0，0.25]，绘制2004年与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图（图1）与分布表（表1）。
表1  2004年与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表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省份

	
	2004
	2018

	第一区间
	上海、江苏（1）、浙江（1）、安徽（3）、湖南（2）、四川（1）、云南（2）
	上海、江苏（4）、浙江（6）、安徽（3）、江西（1）、湖北（1）、湖南（2）、重庆、四川（2）、云南（1）

	第二区间
	江苏（4）、安徽（4）、江西（1）、湖北（5）、湖南（1）、重庆、四川（6）、贵州（1）、云南（2）
	江苏（7）、浙江（4）、安徽（7）、江西（1）、湖南（1）、四川（3）、云南（1）

	第三区间
	江苏（6）、浙江（8）、安徽（7）、江西（4）、湖北（5）、湖南（5）、四川（9）、贵州（2）、云南（4）
	江苏（2）、浙江（1）、安徽（5）、江西（8）、湖北（8）、湖南（5）、四川（12）、贵州（3）、云南（4）

	第四区间
	江苏（2）、浙江（2）、安徽（1）、江西（5）、湖北（1）、湖南（4）、四川（1）、贵州（1）
	湖北（2）、湖南（4）、云南（1）



[image: ][image: ]
（a）2004年空间分布结果                                (b) 2018年空间分布结果
图1 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变化
在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平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2004年的0.441上升到2018年的0.522，相较于研究基期来说，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增加了18.449%。从表1可以看出，从2004到2018年，位于第一区间的城市个数由2004年的11个增加到2018年的21个，位于第二区间和第三区间的城市个数基本没有变化，处于第四区间的城市个数有了显著地减少，由2004年的17个城市减少到2018年的8个城市。从图1可以看出，在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有所提高，但是第一区间内城市占比依然较小，仅占全部所研究样本的20.588%，第三区间的城市个数占据较大比例，绿色创新效率依然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战略虽然初见成效，但大多数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根据各城市所属的省、市、区，将长江经济带9省2市划分为长江上游（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共计28个地级市）、长江中游（包括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共计34个地级市）、长江下游（包括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共计40个地级市）三大区域，并计算三大区域城市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由研究基期的0.482变为研究末期的0.481，长江中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由研究基期的0.395变为研究末期的0.395，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由研究基期的0.450变为研究末期的0.659，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动态平衡，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有了很显著地提升，相较于研究基期，增长了大约46.23%。在研究基期，较低绿色创新效率城市广泛分布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较高绿色创新效率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到了研究末期，较低绿色创新效率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地区，较高绿色创新效率城市主要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
3.2 中介效应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模型进行了Hausman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拒绝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计量模型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bookmark: _Hlk28010268]被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GIE
	FDI
	GIE

	环境规制 (Er)

外商直接投资 (Fdi)
	0.038*
(1.79)


	

-0.219*
(-1.73)
	0.036*
(1.70)
-0.011**
(-2.12)

	二产占比 ( Indus)
	-0.006***
(-6.54)
	0.026***
(4.73)
	-0.006***
(-6.17)

	人均GDP (Pergdp)
	-0.020*
	0.061
	-0.190*

	
	(-1.96)
	(1.02)
	(-1.90)

	教育支出 (Edu)
	-0.384***
	-1.747***
	-0.403***

	
	(-3.55)
	(-2.71)
	(-3.72)

	消费品零售总额 (Consum)
	-0.065***
	0.287**
	-0.062***

	
	(-3.07)
	(2.27)
	(-2.91)

	就业人数 (Person)
	0.015
	-0.248**
	0.012

	
	(0.87)
	(-2.40)
	(0.71)

	人均道路面积 (Road)
	0.318*
	0.117
	0.033**

	
	(1.96)
	(1.21)
	(2.04)

	C
	1.026***
	6.287***
	1.095

	
	(5.83)
	(5.99)
	(6.13)

	R2
	0.243
	0.504
	0.246

	F值
	22.07***
	19.47***
	21.89***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相应的t值。
从模型（1）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038>0，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充分说明环境规制力度加强能够显著地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地环境规制力度越强，则越有利于该城市进行绿色创新。模型（2）中，代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城市FDI作为被解释变量，此时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219<0，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长江经济带FDI的流入。最后，将环境规制、FDI同时作为解释变量放入模型（3）中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回归，前者的系数是0.036，依然显著为正，并且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后者的系数为-0.011，仍然显著为负，并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模型（1）相比，此时环境规制的系数有所降低。这是因为：模型（1）中系数α1是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作用的总效应，不仅包含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也包含它通过中介变量——FDI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间接效应，而模型（3）中由于加入了FDI，此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部分被FDI所表现，因此导致模型（3）中环境规制的系数大小有所下降。依照温忠麟等归纳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得出：FDI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环境规制和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使用公式β1×δ2和β1×δ2/（δ1+β1×δ2）来计算中介效应的大小和强度，以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多大程度是通过FDI集聚所反映。其中β1×δ2反映间接影响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边际大小，计算结果为0.002 4。即环境规制力度每增加1个单位，将引起FDI集聚降低0.219个单位，进而导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增加0.002 4个单位；而β1×δ2/（δ1+β1×δ2）代表了总效应中间接效应的比例，它反映了中介效应的强度，计算结果是6.27%。说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中有6.27%的部分是通过限制FDI流入来实现的。
3.3 门槛效应检验
利用Stata13软件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其中抽样方法为“Bootstrap”方法，Bootstrap次数为300次。门槛的检验与估计结果，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门槛的检验与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F值
	12.160***
	50.663***
	11.045*

	P值
	0.007
	0.000
	0.017

	δ1
	—
	8.293
	—

	δ2
	—
	11.695
	—

	δ1的置信区间
	—
	（6.304，8.648）
	—

	δ2的置信区间
	—
	（11.407，12.699）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3可知，FDI门槛变量分别在1%、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但是三门槛的门槛变量与其他门槛共线，不符合要求，被剔除，因此判断以FDI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门槛值，说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FDI的显著双门槛效应。
表4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4
	变量
	模型4

	
	绿色创新效率
	
	绿色创新效率

	X(Tit＜δ1)
	0.126***
（3.79）
	教育支出 (Edu)
	-0.009
（-1.25）

	X(δ1＜Tit＜δ2)
	-0.063***
（-2.87）
	消费品零售总额 (Consum)
	-0.056***
（-4.19）

	X(Tit＜δ3)
	0.0535*
（1.66）
	就业人数 (Person)
	0.039***
（2.65）

	二产占比 ( Indus)
	-0.004***
(-5.53)
	人均道路面积 (Road)
	0.150***
（11.40）

	人均GDP (Pergdp)
	-0.013
(1.47)
	C
	-0.258***
（-2.66）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bookmark: _Hlk40272892]由表4的估计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在不同的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第一门槛值8.293（即外商直接投资小于3995.804万美元）以下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弹性系数为0.126，这可能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FDI主要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当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第一门槛值8.293和第二门槛值11.695之间（即外商直接投资处于3995.804万美元~119970.361万美元之间）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方向发生改变，弹性系数变为-0.063，这可能是因为，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大规模引进外资，降低环境规制标准，从而吸引了较多的高污染行业，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引进的外资主要集中于技术相对落后的中低端行业，不利于技术转化，进而抑制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当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超过第二门槛11.695（即外商直接投资大于119970.361万美元）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方向又由负转正，弹性系数为0.054，这可能是因为随着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限制一部分污染型行业外资的流入，在外资引进上更倾向于引进那些科技含量、技术水平俱佳的高质量外资，这有效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
4. 结论
本文利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以直接利用外资总额为切入点，构建了“环境规制—FDI—绿色创新效率”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讨论了FDI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并探究了在不同FDI投资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造成的不同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平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逐步上升到研究末期的0.522，整体虽然有所进步，但沿江大多数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较低绿色创新效率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较高绿色创新效率城市主要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这可能是因为长江下游地区更靠近东部沿海地区，其地理区位、人才和资金各方面优于长江上游和中游，使长江下游的综合实力更雄厚，从而促使了长江下游的绿色创新效率高于长江上中游地区。
（2）根据中介效应模型层级回归结果，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力度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这一结果说明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创新能够达到双赢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波特假说”在中国城市层面的适用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FDI在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和城市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部分影响是通过抑制一部分污染型行业外资的流入来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
（3）门槛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基于FDI的双门槛特征，在第一个门槛值拐点8.293前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由正向促进变为负向抑制，而在第二个门槛值拐点11.695前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方向由负变正。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同，会影响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因此，可以根据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区间内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方向不同，针对沿江城市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条件，出台更具有针对性的吸引外资措施，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稳步提升，通过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深度融合，探究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注释
1） 长江上游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共计28个地级市；长江中游包括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共计34个地级市；长江下游包括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共计40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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